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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在法律和规范意义上使用权利， 在力量支配的证成意义上使用权力。 教育权力的不恰当设定与行使， 有侵

害教育权利的可能性。 “如果缺乏对教育权力的必要警惕， 那么权力就有异化为压制性暴力的可能性。”详细参

见于浩， 郑晓军： 《教育权力的法理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因此需要在描

述和论证教育权力的基础上规范教育主体间的权利边界。

“家长主义”时代家校的权利边界、
互动机制与教育公平

赵同友

（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摘　 要： 全球教育的结构性变动， 市场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再次突显家长在子女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 “家长主义”时代的到来， 成为重构家校权利关系、 追求教育公平的良好机遇。
然而， 藉由技术中介主导下的学校治理， 建立不平等的权力控制机制与家长互动， 把家长培

养成为自我改造的知识主体， 引发了家长间的相互监督与竞争， 强化了教育的文化与社会再

生产功能。 故而， 需要在理论和规范上厘清家长和学校的权利边界； 要从根本上反思学校灌

输给家长知识的性质， 鉴别知识的教育性与非教育性； 赋权家长， 在家长群体内部发展“公共

家长”， 减轻教师负担， 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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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规模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以下简称家长参与）并影响教育公平的时代。 家长

参与反映了家长对教育意义的认同， 也折射出他们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重要他人”， 意图通过教育帮

助子女获得重要社会资源的内在焦虑。 然而， 现代学校作为一种刚性制度存在， 不仅有其独立的运行

体系， 也与家长形成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①。 学校教育的这种特征， 不仅影响了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
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巨大的家长群体产生了特有的压力和社会效应。 所以， 如何认识家长参与、
家校互动机制及其教育公平内涵是必要且重要的。

１９９０ 年， 英国学者布朗（Ｂｒｏｗｎ）撰文称， 英国教育的发展正在进入“家长主义（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的“第
三波浪潮”， 即世界教育从 １９ 世纪末的第一波“大众化浪潮”， 过渡到 ２０ 世纪前叶的“精英主义”浪潮，
逐渐进入到一个孩子的教育越来越依赖家长财富和愿望（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而非他们自

己的能力与努力（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ｕｐｉｌｓ）的时代。［１］ “家长主义”并不是家长促成的， 家长的权力

也没明显增加， 只是政府借市场之名， 在教育市场化、 家长择校、 个体自由的名义下推动的一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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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决定学校课程和评价标准的依旧是国家， 教育竞争的结果则掌握在家长手中。 家长主义意味着

教育选择的基础发生转变， 教育的公平受到挑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趋

势加剧， 教育的回报率增高， 除了少数国家的家长外（如荷兰、 瑞典）， 多数国家的家长都认同“密集式

育儿”带来的好处［２］１４， 并以“虎妈”“鸡娃”“直升机妈妈”的姿态参与到子女教育中， 由此拉开了“家长

主义”时代的序幕。

一、 家长参与权利转换的基本进程

本质上而言， 家长参与是一种代理行动， 它是家长作为他者参与子女教育而意欲达成子女教育目

的的行动。［３］因此， 需要对不同社会、 不同时期家长代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特别是权利关系进行考

察。 从教育发展历史的源流考察， 当教育发生在家庭或者临近的相关场所时， 家长作为教育者或者教

育的“消费者”， 对子女的教育具有主导权。 中国在夏、 商、 周时期， 就有世代相传的“畴人之学”， 通

过家庭传授生产、 道德与专业技术知识。 “为官之父兼而为师， 传其所学； 官之子就其父学， 学习为

官。” ［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宗族衰落， 家长权威上升。 《墨子·天志上》说： “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

而可为也？”可见家长权力的急剧上升。 《韩非子·忠孝》言， 家长“夜寝早起， 强力生财， 以养子女臣

妾”， 表明家长处理事务的范围与权利扩大。 在科举制度贯穿的社会里（６０７—１９０５ 年）， 接受教育（权
利、 目的和内容）的主导权仍由家长控制， 没有代表国家的制度性机构系统接管教育权。 在工业革命

前， 西方社会的教育主要以学徒制方式实施， 家长决定儿童学习的内容， 比如， 家长经常决定男孩应

从事何种职业。 学徒制主要聚焦于家务活和家庭手工业， 绝大多数儿童都是从父母（或师傅）那里学会

如何谋生的。 在经济机会和社会流动开放的工业革命之前， 西方教育整体上以子承父业的社会复制方

式进行。［５］这一时期， 家长参与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代理， 而非基于法律关系的法人代理。 这里并不

存在一个行动者对另外一个行动者的权威授予。 因此， 在制度性的学校教育出现之前， 家长是作为主

导者而非协助者参与子女教育的。
１７ 世纪， 伴随着欧洲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宗教势力的衰退， 教育逐渐从私人和宗教领域脱离出

来， 由国家接管， 设立义务教育制度， 形成了国家－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当家长把子女送入学校， 家

长作为行动者个人， 放弃了控制自身某些行动的权利， 因而成了被支配者； 与此同时， 学校教育实体

内的所有成员（包括教师、 家长、 学生、 教育行政官员）基于某种共同规范， 达成共识， 学校“作为集体

或法人行动者”， 成为支配个人行动的集体。［６］ 因此， 从权利授予和制度接管的角度分析， 无论是外文

表述中的 “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７］“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还是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家

长参与的内涵已经窄化为家长围绕子女学校教育表现出来的行动和信念。［９］［１０］［１１］

经由这种历史变迁， 家长完成了从子女教育主导者到协助者的转型， 主要经由学校教育参与子女

教育的社会格局形成。 这一转型， 从结构上建构了国家－学校的权力支配地位， 家长则成为学校和教师

之外具有附属地位的人员。 不过，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开始， 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逐渐开始出现

“赋权（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的字眼。 在教育领域中， “赋权”家长成为提高学校教育效益的有效策略。［１２］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终身教育思潮的席卷， 教育成为个人选择的商品和不断学习新技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工

具。 家长因而转变为“消费者”， 具有选择和购买教育产品的自由。［１３］ 在东亚地区，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

展及其衍生的规模庞大的课外教育市场（影子教育） ［１４］［１５［１６］］， 造就了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消费者的

·２４·

《现代教育论丛》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家长———他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教育商品的自由。 在公共学校教育之外， 家长增加了私立学校、 课外教

育或者留学的选择权。 新的社会结构变动增加了家长的话语权， 进而对传统社会的学校教育模式形成

新的挑战。 柯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和哈尔弗森（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认为， 在新的技术时代， 家长或个人将重新成为教

育的主体， 获得更多的教育主导权。［１７］由此， 家长参与的意义再次突显出来。
不过， “赋权”家长很可能成为赋权个人的个案秀， 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学校和家长间的权力关

系。［１２］技术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显现出明显的负效应。 特别是随着技术应用的日常化， 学校能够

借助技术越来越有效地控制家长参与， 技术本身演变为权力控制机制。 这种机制的形成， 既有学校作

为权力主体， 以技术为中介， 制造利于学校治理的动因所在， 又有家长作为觉醒的群体， 意识到教育

即竞争并主动参与其中的缘故。 家校互动藉由技术普及， 演变成为一种新式的权力控制机制和竞争

格局。

二、 “广场－全景敞视”： 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现代社会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逐渐消失， 代之以一种隐秘的、 由专

门机构专业人员操控的自动“全景敞视”的控制机制。 如果把公共景观式的监控机制称为“广场奖惩”，
自动化的权力控制可以称为隐秘式的“全景敞视”操控。 “广场奖惩”具有示众性， 权威者对个体实施奖

惩的同时， 强化了集体意识。 “全景敞视”监控则通过分层监督、 规范化评判和检查等手段， 对群体进

行区分、 同化和排斥， 形成了自动化和非个人化的权力监督机制。
从家校沟通的机制和路径分析， 现代社会的家校沟通具备“广场奖惩”和“全景敞视”的双重监控机

制（以下简称： 广场－全景敞视）。 一方面， 家长与教师以班级为单位建立的信息沟通平台（如微信群、
钉钉群等）， 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信息广场”。 “广场”中公布的信息及其携带的价值都具有明显的

“示众效应”。 另一方面， 教师公布的信息及其包含的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规范评判和等级划分形成了一

种自动监控机制， 让家长和学生在同辈群体中形成了清晰的位置感并不断做出调整。 “信息平台”成为

一个“示众广场”， 也成为一个观察和记录知识的机器， 不断地对学生进行登记、 评估和分类。
如果以学业表现作为规范化评判的主要标准， 那么学生学业表现所代表的位置和家长的参与之间

就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虚构的关系产生一种自动的征服” ［１８］２２７。 通过发布学

生每日的学业状态， 教师在家长身上造成了一种责任意识和持续的可见状态。 明确的学业状态描述了

“谁在哪里， 他为什么在这里， 他应该在哪里”的知识判断， 贴上“优秀”和“落后”的标签。 正如福柯所

言： “各种纪律使用分割和垂直方法， 它们对同一水准的不同因素进行尽可能牢固的区分， 它们规定了

紧凑的等级网络， 总之， 它们用连续的、 区别对待的金字塔技巧来对付复杂人群内部的反向力

量。” ［１８］２４６

信息沟通平台的建立， 改变了家校沟通的频率和方式， 也重新建构了教师和家长的权力与角色。
家校沟通逐渐从过去偶发性的“仪式性沟通”转变为日常性沟通。 新的互动方式，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家

长会、 学校开放日式的“仪式性沟通”， 而是通过技术平台搭建了一个可以随时沟通的“全景敞视广场”。
家校沟通的方式， 也从过去的“事件性”电话沟通、 “仪式性”的活动沟通 ［１９］ ， 变成了频繁的日常信息

互动。 教师和家长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 教师从过去的“信息提供者” “仪式讲演者”变成了“家－校广

场”的监督员， 制定规范、 提供信息、 监督执行、 评价分级。 家长也从过去的“忠实听众”、 家庭养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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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教师任务的执行人、 子女学习的辅导者和助力子女竞争的后勤资源保障者。
新的“家校互动”方式有效调动了家庭参与， 助力子女学业发展， 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江

苏的一位家长愤怒大呼，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２０］ ， 引来众多家长的呼应和媒体报道， 反映出家

长在新的“家校互动”方式中承受的压力和衍生的情绪， 以及对这种互动方式的抗拒。 通过技术平台搭

建的家校沟通模式， 对家长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 第一， “广场奖惩”具有“示众效应”， 对个体产生荣

誉和羞辱的双重压力。 第二， 教师与家长间的权力结构是垂直的， 教师权力高于家长权力。 家长需要

接受教师的信息及判断， 但不能公开质疑。 家长清楚地知道教室是由教师掌控的。 对于教室内的信息，
教师可见但家长不可见。 第三， 规范化评判以“病理诊断”的价值取向发布信息， 将学生的“优秀”和

“落后”置于家长某种完成或未完成的因果行动链中， 让家长“丈量已经完成的事情与应当完成的事情之

间的距离” ［２１］８０， 对他们形成持续的压力。 第四， 沟通平台制造了家长间横向的竞争。 教师发布的评价

与分类信息， 可以有效触动家长间竞争， 让他们不断投入时间、 劳动和金钱， 帮助子女力争上游。 但

是不同家长的参与意愿、 时间、 能力和资源是不同的， 因此也产生了情感痛苦、 自暴自弃的家长。 “广
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机制衍出生制约每个人的机制。

三、 专业主义与家长参与： 自我改造的知识主体

学校对家长的治理， 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权威治理， 而是藉由某种知识的灌输作为信息源头， 使其

内化为家长的自我知识， 引导家长思考与行动， 建构家长的主体性。 这其中， 既要让家长认识到参与

子女教育的必要性， 又要给家长提供规范性和策略性知识以配合学校教育， 同时还要提供诊断性的病

理学知识不断修正家长的参与行为。 而这一切实现的基础， 需要依赖由社会科学家生产的关于学校教

育的一套专业性论述和事实性的知识（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学校基于科学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形成的专业

主义及其意识传递， 既合理化了自身， 又巧妙地将机构管理与个体自我管理复杂地结合起来。［２２］８０

长期以来， 学校一直在塑造一种救赎性的制度机构（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形象。 社会的进步、 完

善和个人的成功都依赖于学校的教育。［２３］１４８特别是对家长而言， 接受学校教育对子女精神和物质财富的

获取必不可少。 加之，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西方许多国家采用新右派的市场化教育政策， 注重个人自

由选择与竞争， 因而教育事务进入了个人选择与决定的范畴。［２３］

（一）教育价值的哲学知识与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知识

学校向家长传递的第一类知识是有关教育价值的哲学知识。 教育是“导人”向善的活动， 将人从一

种不理想的状态教化成另外一种理想的状态。 孔子的教育哲学可概括为“学以成人”， 柏拉图则明确提

出以城邦介入的方式引人向善。 现代社会因分工细化、 价值多元， 教育主体对教育的规范性价值与工

具性价值重视程度不一。 学校是一个价值冲突的场域， 既要回应学者偏重教育规范性价值的要求， 又

要回应企业和家长偏重于教育工具性价值的需要。 但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的重要价值是促成教育利益

相关者的默认共识。 学校常以各种方式向家长传递“教育是重要的”的信息， 以换取自身“真理政权”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ｔｈ）的合法性基础和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教育不仅可以“成人”， 更重要的是可以（维
持）改变“出身”， 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

学校向家长传递的另外一类知识就是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知识， 即学生的学业成功依赖于学校和

家长的互动。 曾几何时， 教育成功的“功绩主义”泛滥， 努力与天赋被视为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２４］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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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学校各安其事， 互无往来。 后来借由技术发展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 学生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

知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传播开来［２５］［２６］［２７］， 即学生的发展受家庭、 学校和社会多重系统影响，
家长参与对学生的成功不可或缺。 因此， 学校不但要引导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而且更重要的是传递如

何参与的知识， 以巩固、 深化学校的主导权和运行秩序。
（二）规范性知识与策略性知识

在真诚地诉说价值真理基础上， 学校需要进一步向家长传递教育参与的规范性知识与行动策略知

识， 让家长成为自我改造的主体， 进而清楚地认识到合适行为的内涵与方式， 避免行为失当。
规范性知识的首要表征是制造的（ｍａｋｅ ｕｐ）“分类学”（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知识， 以区分什么是“正常的”

和“反常的”、 “优秀的”和“落后的”， 以及“道德的”和“不道德的”。 通过规范性知识的分类， 引导家长

以特定的方式考虑和看待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２８］， 以趋同“正常”“优秀”和“道德”的行为， 避免“反常”
“落后”和“不道德”行为。 所以， 引导子女认同学校的价值和规范、 帮助子女提升学习成绩并强调尊敬

师长则会成为“正常”的家长， 反之则落入“反常”行列。
在重视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学校内， 规范性知识的分类显得更加明确易懂。 课程知识以确定的形式

和顺序呈现， 标准答案和学业成绩成为分配资源的硬性指标， “成绩高低”便成为区分“优秀”与“落后”
的标准， 知识和道德由此产生了关联。 进而， 围绕提升成绩的策略性知识也就产生了。

策略性知识是如何具体行动的技术信息。 教师通常以“优秀学生”及其家长作为范例， 引导其他家

长配合学校参与子女教育。 如， 家长在家是否向子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是否按照教师要求督促子女

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并辅导子女学习， 是否通过课外补习的方式帮助子女提升成绩等。 规范性知识与策

略性知识强调家长通过沉思凝视自身， 进而提炼自我。 这种凝视和提炼， 有强烈的道德意味， 即家长

作为子女教育的主要责任人， 是否是“合格的”， 是否还有“有待改进的”地方。 通过教师不断地灌输、
诊断和反馈， 家长逐渐成为自我治理的主体。 同时， 在家校互动的“广场”内， 教师还会不断引导家长

相互观看， 以分类学的知识进行评价， 以激发竞争， 形成一个自动化的相互观看和彼此监督的机制。
（三）病理学知识与表现性知识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平台内， 教师需要对家长参与的效果进行不断地诊断和反馈， 将“偏离常轨

者”（ｄｅｖｉａｎｔｓ）转变为“正常人”。 教师向家长传递的是一种病理学诊断知识。 藉由规范化的评价标准，
以效能观向成员诉说真理， 指出家长参与的问题所在， 开列药方， 达到规范家长行为的目的。 不断评

估成为监控参与效果的重要手段， 而评估结果则成为资源分配与奖励的依据。
如果以成绩排序作为诊断的重要标准， 这种排序本身就衍生出一种优劣象征和道德意味。 优秀不

但证明子女的能力与品质， 还可赢得尊严和赞扬， 相反则成为“班级”的负担和“有问题”的人， 进而产

生羞愧感。 而家长作为主要代理人， 则会因子女成绩优劣而被判定为优秀或合格与否， 具备浓烈的道

德意味。 因此， 诊断结果会进一步激发家长的羞愧感与进取心， 使其不断提高自我要求， 反思参与行

为， 强化投资， 让子女回归“正常”或者进入“优秀者”行列。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沟通模式中， 教师和家长逐渐共同建构出一套表现性知识。 表现性知识普遍

聚焦于成绩、 态度、 努力程度和家长的具体参与行为， 其共同点是具有条目化、 具体化、 可辨识及可

操作性的评估系统特征。 由此， 教师成为学生表现信息的报幕人， 并以此机制改善家长的参与方式。
具体而言， 在家校沟通的“信息广场”内， 教师通过可量化的学习效果及其排列（如汉字听写正确率及其

等级）等信息作为例证， 指出学生学习的不足， 推动家长凝思自我， 修正参与策略。 而家长则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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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辨的行为（如按照教师要求听写汉字， 合格后签字）向教师显示自己的付出， 以回应教师的压力

和其他家长的观看压力。 表现性知识是“广场”沟通平台生产出来的特定脉络知识， 让家长在自我改造

的同时也产生彼此监督和示范作用， 强化了社会公众心理。

四、 家长参与中的教育公平

学校通过“广场－全景敞视”的权力控制机制与专业主义的知识传递方式， 将家长塑造成自我改造和

自我治理的知识主体， 有效地触动了家长的积极参与和相互竞争， 实现了经济、 有效的家校互动。 其

运作原理是讲述真理， 运用竞争逻辑产生社会道德体系， 进而使家长成为有责任的教育代理人。 通过

这种途径， 学校将治理的焦点转移到家长身上， 让家长成为自我实践的主体。
然而， 此种形态的家校互动机制会引发家长间的激烈竞争， 制造家长的危机意识、 焦虑以及不断

地参与投入。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可视化平台内， 一切个体的位置藉由教师的评价与分类都清晰可

见。 位置象征的品级、 能力与道德优越性激发家长不断参与， 帮助子女力争上游。 “鸡娃”现象形象地

表征了家长参与的焦虑与投入， “牛娃”现象则突显出家长群体间的竞争焦虑， 助力子女遥遥领先他人

以获得稀缺资源。 家长参与已经衍变为全面的教育卷入。 在空间上有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参与；
在时间向度上衍变成为长期的日常参与； 在投入资本上， 衍变成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身体与时间投

入）和社会资本的全面投入； 在参与事务上， 既有常规的学业辅导， 回应教师的各种要求， 又有课外教

育（补习）的投资与陪同， 以及不断地收集各种信息； 在参与目标上， 既要帮助子女完成常规课业与升

学目标， 又要协助子女成为德、 智、 体、 艺全面发展的人。 可见， 家长的角色已经超越单纯的“经纪

人”， 成为集合投资人和“教师”于一身， 世界上最忙碌、 最焦虑的无收入“职业人”。
当然， 家长参与问题超出了“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 它和教育的全球化、 市场经济、 技术发展和

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等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 不可否认，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家长主义”时代， 家长的

财富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教育结果。 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显现出同构性。［２９］家长参与子女

教育， 包含了家长对子女的爱， 但更多是家长借助家庭资本帮助子女争夺社会稀缺资本以获得稳定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竞争过程。 教育参与由此演变成为一场家长间的“军备竞赛”， 引发了明显的社会“剧场

效应”①。 同时， 基于家长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此种形态又会造成“不同型态的演出（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 其中

涉及诠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协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转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再脉络化（ 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等过程。 这是因为， 单一性的教育政策无法契合多元化的教育情境”。［３０］

家长群体并非同质性群体， 它的异质性特征往往让家长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与转译参与的要求。 这

种转译很可能是反感、 修改甚至排斥。 不过， 鉴于教师与家长间权力的不平衡性以及学校教育的重要

性， 家长一般不会公开质疑教师的互动需求； 只是由于参与能力差异和“广场”评价引发的竞争压力，
让家长更多以疲于应付和不满的心态卷入其中。

胡佛－登普西（Ｈｏｏｖｅｒ－Ｄｅｍｐｓｅｙ）和桑德勒（ Ｓａｎｄｌｅｒ）在《家长为什么参与子女教育》（１９９７）一文中提

到， 家长是否参与子女教育取决于他们角色信念、 自我效能感和是否收到教师与子女的参与要求， 而

家长如何参与则受制于他们的知识技能、 时间与精力， 以及教师与子女的要求。［３１］因此， 具备资本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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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家长会成为积极认同并参与学校教育的“顺从者”， 接受学校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 成为受教

师欢迎的人； 有些能力不足的家长会成为“革新主义者”， 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子女命运， 但不能通

过合适的方式参与教育， 如通过与教师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的方式参与。 “仪式主义”的家长则有可能

放弃了对学校教育的希望， 但又不得罪教师， 以“应付公事”的状态参与子女教育。 至于“逃避主义”和
“背叛”的家长则可能不认同学校教育和教师的方式， 放弃了教育参与， 成为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或者

反抗学校教育的人。［３３］因此， 虽然“广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方式能够有效监督家长参与， 但家长的

文化能力、 信念与资本存在差异， 可能会造成参与的两极分化， 损害教育公平。
首先， 社会优势阶层往往受教育程度高， 熟悉学校教授的知识和运行方式， 有能力帮助子女发展

相关认知技能和文化品位， 能有效地与教师交流， 增加子女的学校适应度。［９］［３３］［３４］ 所以， 面对教师的

要求， 优势阶层的家长往往能够游刃有余地予以回应， 帮助子女在班级建立“优势”地位。 社会弱势阶

层往往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者， 缺少相关知识和能力， 自然也就无法有效配合教师的要求， 常常给教师

留下不重视子女教育的印象。
其次， 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职业的灵活度不同， 导致了他们参与子女教育的时间不同。 从事体力

劳动的家长， 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投入工作， 自然没有时间参与子女教育和回应教师的要求。 而

从事高级脑力劳动职业的家长， 依靠知识和技能的周期性投入， 工作时间灵活， 有更多时间参与子女

教育， 回应教师要求。 因此，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模式中， 优势阶层家长更容易获得教师的

青睐， 建立优势地位。
最后， 不同家长群体因为经济资本存量的差异， 购买教育市场产品的能力不同， 也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了家长参与的两极分化。［３５］高度发展的课外教育市场以规模庞大、 种类齐全、 专业细化、 顾客中心

的模式， 有效满足了家长购买教育服务的各种需求。 经济资本丰厚的家长可以通过教育市场购买服务，
帮助子女提升能力； 而经济资本不足的群体因为购买不起或者购买不足， 导致子女在学校的表现落后，
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化趋势。

五、 结语

“家长主义”时代的到来， 促进了家庭和学校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合流趋势， 显现出双方基于技术的

信息共享和更加紧密的互动。 不过， 因互动双方权力失衡， 塑造出一种新的“广场－全景敞视”的权力控

制机制。 教师利用信息互动平台公布学生学习信息， 并进行登记、 分类和评价， 进行“广场式”的奖励

和惩罚， 触动围观效应与家长间的竞争。 同时， 教师利用专业主义的知识， 给家长灌输多重性的价值

知识、 规范知识、 策略知识等， 把家长改造为积极行动的知识主体， 以利于家长的主动参与。 不过，
技术平台的持续监控给家长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同时， 因为没有考虑到家长参与能力和资源的平

等问题， 导致家校互动机制在成就部分家庭的同时也排斥了、 甚至牺牲了另外一部分家庭。［３６］从这个意

义上讲， 家长参与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较量，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家校互动模式， 也成为文化与社

会再生产的隐秘机制。
教育的全球化趋势和市场化发展， 给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信息。 但是由于学校占有文凭授予、

教育教学和“控制”家长的权力， “广场－全景敞视”的互动机制制造了一种“市场驱动力”， 即家长们为

了确保子女的教育竞争力而到市场购买教育服务， 引发了课外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 乃至上市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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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操作。 课外教育市场的大规模发展， 不但加重了家长和子女的负担， 而且引发了学校内外教育

系统的双重建设， 耗费了大量教育资源。 特别是当家长参与的目标指向子女通过考试获得未来心仪的

工作职位时， 所有的家庭投入和学生的学习都是为了提高成绩。 它所引发的是全社会的零和竞争， 一

个孩子成功了， 另一个孩子就被抛弃了。［２］１５

虽然国家对家校互动、 特别是对基于技术信息平台的互动做了诸多限制， 但是互动的权力不平等

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 有形与无形的“广场－全景敞视”机制依旧存在。 学校要重新反思基于技术的家校

互动机制， 尊重家长与学生的隐私权， 均衡家校权利关系， 体现教育的公共性和民主特征。 首先， 要

在理论、 规范和操作程序上厘清家长和学校的权利边界， 保证家校互动能够在合理、 合法的范围内进

行。 美国联邦政府 １９７４ 年出台《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案》（Ｆａｍｉ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ｃｔ），
明确规定了学校和家长使用学生信息的权利边界， 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其次， 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广场

－全景敞视”机制给家长灌输的知识的性质问题。 一切试图控制家长以利于学校治理的知识都不是教育

性知识。 学校引导家长的教育性知识应该致力于帮助家长理解子女天性， 帮助家长理解子女何以如此。
最后， 要加强家校间的差异性互动， 减少统一性互动， 并形成规范和模式。 教师要尊重家长群体的巨大

差异性， 针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互动。 此外， 有必要激发家长群体内部力量， 培养“公共家长”。
“公共家长”不仅努力对自己子女的成长负责， 而且努力成为对子女班级同学成长负责的家长。 甚至，
“公共家长”可以在社区范围内形成“公益力量”， 进行家庭间的资源互补， 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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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ｆｆ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ａｓｔ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ｒａ，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Ｅｒａ （ＺＨＡＯ Ｔｏｎｇｙｏｕ）
Ｐａｇｅ 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ｖｅ ｏｎｃｅ

·１１１·



ａｇａｉ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ｇｏｏ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ｓ ａ ｒｉｇ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ａ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Ｃｌａｉｍ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Ｐｏｗ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
Ｃｉｔｙ （ＬＩＵ Ｆｕｑｉ ＆ ＸＩＥ Ａｉｌｅｉ ＆ ＸＩ Ｃｈａｎｇｈｕａ）

Ｐａｇｅ ５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 ｃｉｔｙ． Ｗｅ ｐａ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１５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ｓ “Ｃｌａｉｍ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Ｐｏｗｅｒ”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Ｎ Ｄａｎ ＆ ＬＩ Ｇｕａｎｇ）
Ｐａｇｅ ６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ｎｏ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ｕｔ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ｈｕ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ｈｉｔ ｉｔ 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ｕ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ｅｘ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 ｄａ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ｏ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ＹＩＮ Ｙａｌｉ ＆ ＭＡ Ｚａｏｍｉｎｇ ＆ ＳＨＥ Ｙｏｎｇｘｕａｎ）

Ｐａｇｅ ６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ｚｅｒ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ｍｏｓ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９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ｅ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ｒｅｎｄ ｉ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ｓ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 ｚｅｒ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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